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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通过政策调控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在城市基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中的协同作

用是基层共建共治的核心议题，长期广受关注。开埠百余年来，香港特区不断改革基层公共服务供

给模式，形成了高效、精细、特色的多元主体共治机制。本文基于文献综述和实地调研，回顾了香

港环卫、康体、养老和医疗等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历史演变，总结了当前供给模式的主要特点和策

略，解析了以“地区为本”的行政和规划导向、财政资助的多渠道下沉、“空间—社会”分级协同

治理、社会福利的多主体供给和“疗养全周期”导向的地区医疗联网等具体举措。通过审视香港模

式下治理主体、空间配置、机制保障等方面的优势和不足，本文提出了针对内地大城市基层公共服

务设施供给的政策启示，包括建立稳健的专项财政保障和高效的需求反馈机制，明晰社会参与服务

供给的边界和优化资源分配机制，协调空间分级与需求分级，兼顾空间集约与管理精细化以及强化

相关法律和条例的引导和约束。

Abstract: The provision of urban public amenities is one of the core issues of the “government-market-
society” tripartit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urban operation. How to stimulate social capital investment 
and balance equity, efficiency and benefit under the macro-control and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has 
received continuous attention.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since the opening as a commercial port, Hong Kong has 
constantly reformed and improved the supply mechanism of public amenities responding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ocal demand. Currently, it has established a mature and efficient supply mechanism involving 
multiple entities.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supply mode of various public amenities, including sanitation, culture and sports, elderly service and health 
care, etc. It summari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current supply patterns and strategies, including “district-based”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multi-channel appropriation of financial assistance, hierarchical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between space and society, multi-suppliers of social welfare, and hospital clusters by location for 
“all-round medical care”. Meanwhile, through reviewing the experience and challenges of governance entities, 
space configuration, supporting mechanism,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the following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mainland cities: establishing prudent special financial funds and efficient feedback mechanism, defining the 
participatory field of social entities and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mechanism, integrating the hierachicalization 
of spatial allocation and social demand, balancing spatial intensification and meticulous management, ensuring 
the regulative effect of relevant laws and ord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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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岗位资助项目

香港基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机制的演变、特征和启示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 and Insight of the Provision Mechanism of Local Public Amenities in Hong Kong

张起  王思强  郑振华  黄建中
Zhang Qi, Wang Siqiang, Zheng Zhenhua, Huang Jianzhong

引言

基层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与当

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福利政策和

地域文化特征密切相关，是城市治理

的核心议题之一，影响城市的宜居性

和可持续性。据统计，1960—2017 年

全球大部分发达地区的政府公共社

会福利开支升幅高于经济增长 [1]。在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各大城市长

期偏重市区级中大型公共服务设施

的建设，而对社区级基层公共服务

设施的重视程度不足 [2-3]，设施供给

过程中的主体单一、供需错配、供

给机制“碎片化、非均等”、运营不

可持续等问题凸显 [4]，加强城市规划

与社会治理的协同以应对空间与社

会治理的脱节成为政策研究热点 [5]。 

“十四五”期间，我国城市更新、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将社区生活圈公共

服务供给的提质增效列为核心目标；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

见》也明确指出要编制城乡社区服

务体系建设规划，将综合服务设施

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积

极引导市场主体进入社区服务领域。

在后工业化、土地资源紧缺和

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香港特区，基

层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是地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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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开支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香港的公共社会福利开

支（包括社会福利和医疗开支的总额）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

例，已由 1997—1998 年度的 3.6% 提高至 2018—2019 年度的

5.9%[6]。目前，香港已经建立起较为成熟的多元共治体系①，

其公共服务具有供给主体多元化 [7]和去中心化 [8]等显著特征，

被认为是高密度紧凑城市治理的典范，对于内地城市推进基

层治理现代化建设，审视政府、市场和社会在供给中的角色

和边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以往对香港公共服务设施的研究多从资源配给和规划

设计的角度出发，探究某单一类型设施的规划设计特点，例

如休憩设施 [9]、菜市场 [10]、安老服务设施 [11] 和婴幼儿服务 

设施 [12] 等；部分研究针对香港高密度城市环境的特征，从

公共服务设施的密度与宜居性 [13] 或高密度旧区中的公共服

务设施规划设计特征 [14-15] 等角度对设施供给的特征和规律进

行了研究。目前尚缺乏从地方治理机制的角度，系统性回顾

和审视香港基层生活圈内各类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研究。

社区生活圈的核心配置要素应包含商业服务、医疗卫生、

文化体育、社会福利以及教育医疗设施等基层公共服务设施，

这也是影响居民社区满意度的显著因素 [16]。其中，环卫文体、

社会福利、医疗卫生类设施在我国基层供给的问题较为突出。

因此，本文通过聚焦上述三类设施在香港的供给机制演变过

程、现状要素和模式特点，总结和审视香港供给模式的经验，

以期为内地正处于发展转型期的高密度城市提供路径参考和

政策启示②。

1  香港基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政策回顾

社会福利政策是影响社区设施供给模式的重要因素。港

英政府自 1980 年代开始实施积极不干预政策，即政府只扮

演监管和推动市场的角色，实行“最大的支持，最小的干预”。

这一政策在 1997 年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后逐步改进为“小政

府、大市场”政策 [17]。此后，政府所承担的福利责任主要是

提供补救性社会救助安全网，加大了对社会服务的财政资源

投入，并开始注重引导和培育市场主体参与提供公共产品，

非政府组织、社会企业和法定机构开始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 [18-19]。在政府与市场合作的政策沿革中，环卫、

康体、福利和医疗等设施的供给模式发生了显著转变（图 1）。

1.1  环境卫生与康体文化设施供给、管理运营的分权与

放权
1883—1986 年，香港洁净局、市政局、区域市政局 [20]

相继成立，统一行使环卫和康体文化事务管理职能。而后，

香港政府于 1999 年改组市政服务管理制度，成立食物环

境卫生署（下称食环署）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下称康文

署），并划分了各自职能。此外，1982 年起，香港政府在 18
个区分别派设民政事务专员作为最高级官员代表，主持地

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以配合地区发展的需要，推动地区计

划的实施 [21]。2006 年起，区议会在社区设施供给中的角色、

职能和拨款得到强化 [22]，可参与管理部分社区设施，如小

① “多元共治”社会治理模式一般指在政府的主导下，以公共部门、第三部门、私营机构、专业人士等为代表的不同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共同合作、

相互协调，提升区内大多数公众的共同利益，形成良性互动，体现出开放公共管理和广泛公众参与的治理理念。

② 本文部分论述是基于作者参与香港公共政策类研究项目所获资料。

图 1  香港经济福利政策和各类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主体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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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会堂、图书馆、休憩用地、体育场馆、公众泳池和泳滩等。

目前，香港在公服设施管理上实施“一级政府、两级管理”

制度，包括全港性的特区政府直管，以及地区性的民政事

务专员、区管会和区议会协同管理。

香港现行的规划体系中，环卫和康体设施的供给采取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模式，旨在发挥法定规划自

上而下统领全局作用的同时，通过自下而上、非法定的社

区规划来重塑社区特色，尊重社区居民的意愿。因此，规

划类型包括特区政府推行的自上而下的全港性规划，例如

分别由食环署和康文署负责的环境卫生设施规划和康体文

化设施规划，以及地区层面推动的以地区为本的自下而上

的社区规划。“湾仔蓝屋”的活化规划就是后者的典型——

这是由社区的利益相关者联合圣雅各福群会自发推动蓝屋

成为活化历史建筑的伙伴计划保育项目，最终建成了包括

香港故事馆、公众休憩空间和配套小食、糖水店的综合空间，

是休憩用地和保留历史建筑物作文化、社区和商业用途的

自下而上式实践代表 [23]。

此外，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以及市政康体设施的便捷

性和可达性，香港政府长期兴建市政大厦①集中配置多类市

政服务设施。市政大厦的内部设施通常由食环署和康文署

各自经营和管理，其中食环署负责大多数摊档的招标管理 

（表 1）。但是，集中配置下的分开管理运营对跨部门协作预

设了难度——大厦内摊档环境较为复杂，空调、排水、通风、

照明等经营环境欠佳，卫生和安全情况容易引起楼内其他设

施如公共图书馆、体育馆等使用者的负面观感。这导致香港

目前市政大厦的空置率维持在 13% 左右 [24]，偏高的空置率

进一步加剧了政府在其投资上的亏损，难以达到收支平衡。

总的来看，香港对环卫康体设施采用的分权与放权供给

和运营，并不足以化解基层多主体治理带来的复杂矛盾。首

先，由于区议会推动的自下而上的社区规划内容划分过细，

较易激化“邻避效应”，使得一些厌恶性和敏感型设施（如

垃圾处理厂、精神康复中心）等难以落地 [26]。其次，区议员

并非都具备专业知识和能力背景，提出的关于社区规划的决

策往往因过于激进而难以实施 [27]，较难发挥集体智慧来解决

复杂和多维的社区问题 [28]。此外，也有香港社区组织干事在

受访时提出，在吸收区议会和业主立案法团对设施规划的意

见时应区分设施规模 ：如果是中大型设施，应侧重保障公共

利益，强化区管会在论证和实施方面的主导角色 ；如果是外

部效应有限的小型邻里设施，则应以区议会和业主立案法团

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决策为主。

① 市政大厦（又称街市）是香港集中配置食品交易、康体文化以及行政办公等多类用途的综合性市政建筑。

表 1  香港特区各区内不同运营主体管理的街市及其中摊档／商店数目（单位：个）

香港特区分区
市政大厦数目 摊档、商店数目

香港房屋委员会 私人开发商 领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食环署 食环署管理摊档 超级市场 新鲜粮食店

中西区 0 0 0 6 748 47 114

东区 0 2 2 10 1 433 50 174

南区 2 2 2 6 823 29 84

湾仔 0 0 0 6 666 22 86

九龙城 1 0 2 4 1 085 44 127

观塘 0 0 10 8 963 47 258

黄大仙 3 0 6 4 1 031 33 168

深水� 3 0 1 5 1 105 46 147

油尖旺 0 0 0 6 779 60 209

沙田 2 9 14 4 406 58 272

大埔 0 0 5 2 557 18 95

北区 0 1 4 4 894 31 66

葵青 5 2 6 8 488 49 80

荃湾 2 3 0 6 1 224 40 102

屯门 1 3 9 6 485 34 171

元朗 2 0 5 8 1 111 42 183

西贡 0 4 5 2 243 32 149

离岛 0 0 2 6 356 13 51

合计 21 26 73 101 14 397 695 2 636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5]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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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社会福利服务的区内分级和财政资助下沉
香港社会福利服务涵盖安老、家庭儿童福利、康复、违

法者矫正和临床心理等多领域，本节以数量较多、规模相对

较大的安老服务设施为例讲解其区内分级和运营情况。

香港养老社区服务设施主要由政府劳工及福利局下辖

的社会福利署负责提供。自 2001 年起，社会福利署开始

分级梳理各类功能重叠的养老设施，推动长者综合服务中

心转型为长者地区中心，长者活动中心转型为长者邻舍中

心 [29]。其中，长者地区中心提供地区层面的支援服务，承

担长者服务协调者的角色 [30] ；长者邻舍中心专注于社区层

面，为长者提供社区支援服务 [31]，同时配合长者地区中

心的服务需要。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和家务助理队则接受由

长者地区中心和长者邻舍中心转介的个案，支援长者居家

养老。

在养老设施运营上，香港政府积极引入社会主体，优化

资助和监管方式，丰富政社合作形式。社会福利署通常会根

据人口需求选择并购买合适的非住宅物业空间，然后以邀请

提交建议书或竞争性投标的方式引入非政府组织运营相关社

会福利设施。

财政资助方面，社会福利署在 2001 年前对运营设施的

非政府机构服务成本进行实报实销，但后期该制度被认为不

够灵活、程序过于繁杂冗长。因此，自 2001 年起，社会福

利署开始推行“整笔拨款津助制度”，不再严格控制非政府

机构的人手编制、薪酬架构，也不再严格审批个别子项目，

而是通过一笔过款的方式向资助机构发放经费 [32]。这项举

措给予了非政府组织更高的自主权来灵活调用资源和整合服

务，帮助其更快地适应并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同时，为了

监管运营机构对资助津贴的使用效率，社会福利署建立了一

套明确的“服务素质水准”和“津贴及服务协议”，以量化

的服务量指标和服务成效指标为标准，评估机构运营社会福

利设施的服务表现 [33]。

除了对非政府机构等社会主体的资助，政府在给予符

合要求的长者资助补贴之余也赋予受资人更大的自主选择空

间。为提高长者使用社区照料服务设施的积极性，政府从

2013 年 9 月开始推出的“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试验计划”

坚持“钱跟人走”的原则，使申请获批者可以自主灵活地选

择所需要的养老服务的种类和组合，而无须被动等待政府分

配。该计划拓宽了需求空间，同时激活了参与供给机构的积

极性，使参与机构的数量由 2013 年的 62 个增至 2020 年的

227 个。

① 法定机构是指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出资成立和营运，负责特定公共服务或政府认为需要较多社会人士参与的工作，但不属政府部门的半官方

机构。

1.3  地区医疗联网制度和公私合营双轨并行制
1990 年 12 月 1 日，香港政府撤销前政府部门中的医

院事务署，设立医院管理局（下称医管局）作为政府与各

公立医院之间的法定机构①来管理全港的公立医院和诊所，

实现了“管办分离”。医管局按照医院和诊所的地理位置，

将其划入 7 个不同的联网 [34-35]（表 2），联网内涵盖不同等

级规模和类型的医院，为香港市民提供“以地区为本”的

公立医疗服务。联网制度的目的是保证同一个地区内的病

患可以获得优质和全周期的持续治疗，涵盖就医、疗养、

康复出院后的护理等过程。以九龙中联网为例，伊丽莎白

医院作为大型急症全科医院，提供 24 小时的全面医疗服务；

另有广华医院、圣母医院、九龙医院、香港眼科医院和香

港儿童医院作为急诊医院和专科医院，提供相关服务 ；黄

大仙医院则是延续性护理医院，提供出院后康复护理服务；

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为全港级别的供血中心 ；佛教

医院为设有普通科和延续护理服务的社区医院 ；联网内有

13 间普通科门诊诊所，提供基层医疗服务和全科服务。

香港医院联网制度缩减了公立医疗管理的纵向体系，将

更多权力下放给医院，提升了医院管理决策效率。在联网内

部，强调各医院的联动合作，通过不同定位的医院间的配合

和支持，减少医疗服务的重叠和资源的浪费 [36] ；在各联网之

间，医管局可以灵活统筹和调配地区间的医疗资源，更好地

平衡地区需要，发挥协调作用 [37]。然而，目前各地区联网间

仍存在医疗资源不均衡的问题，比如耳鼻喉和眼科的平均轮

候时间在各联网间存在明显差异，离“均衡医疗资源，减少

跨区就诊”的目标尚有差距 [38]。此外，联网制度在实施过程

中较易衍生“山头主义”。通常情况下，医管局会基于各联

表 2  香港特区地区医疗联网中的医院和普通科门诊数量（单位：个）

诊所所

在区域

医院及医疗

机构

普通科门诊

诊所

夜间开放的

诊所

星期日和公众假期开放

的诊所

港岛东 7 12 2 2

港岛西 7 6 2 1

九龙东 3 8 2 1

九龙中 9 13 6 3

九龙西 5 16 4 1

新界东 7 10 4 3

新界西 5 8 3 2

合计 43 73 23 13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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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内医院所提供的服务量来分配医疗资源，并倾向于优先分

配给接诊压力大、轮候时间长的医院，病人长期轮候导致部

分医院资源持续紧张，由此联网内各医院陷入不良竞争、影

响病人就诊权益的现象广受诟病 [39]。

此外，香港坚持公私营医疗双轨并行，公营医疗为市民

提供安全网，私营医院和诊所通过完全市场化的方式提供优

质的非住院医疗护理服务，为有能力负担的市民提供更多选

择，也受卫生署的统一监管。然而，伴随人口老龄化加速和

医疗人手短缺的现象，香港双轨制医疗体系目前存在公立供

不应求和私立难以负担的失衡状况。一是长期以来，香港民

众对特区政府高度补贴的公立医疗服务产生了“福利依赖”，

普遍反对涉及强制性缴费的一系列医疗体制改革计划；二是

在新冠疫情此类关乎所有人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期间，部分

私立医院的缺位广为社会诟病。

2  香港基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体系的特征

香港公共服务政策的演变对其基层公共服务设施的供

给产生了深远影响。笔者将从设施内容、管理和运营主体、

财政来源和空间配置等方面，对香港的环卫、康体、福利

和医疗设施现状进行总结和比较（表 3）；从全港和地区层

面，描绘设施供给特征和相互关系（图 2）。基于上述归纳

和比较，笔者将香港基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特征概括为以

下三个方面。

2.1  “地区为本，地区主导”的行政和规划导向
香港基层服务设施的供给特征与其“地区为本，地区主

导”的地方治理理念紧密相关。在“一级政府、两级管理”

制度下，香港特区政府通过在 18 个区推行“地区行政计划”

来引导和协调地区层面的公共服务事务。该计划在各区设

立“地区管理委员会”并赋予其决策权，以协调政府在地

区层面提供服务，确保对地区的需要和问题作出及时响应，

并促进公众参与。地区管理委员会以民政事务专员为主席，

成员包括政府各局首长在该区的责任代表，涉及房屋、交通、

卫生等方面。同时，区议会在地区事务中扮演重要的咨询

和实施角色，可就区内公共设施的使用、财政拨款的运用、

计划实施的先后次序等向政府提供意见。此外，各“业主

表 3  香港环卫、康体、福利和医疗设施的主体、财政来源和空间供给特点

设施类别 主要设施内容 管理部门 运营主体 财政来源 空间供给特点

环境与市政设施 公共厕所、街市、垃圾收集和转运站 食物环境卫生署 食物环境卫生署、区议会 政府财政拨款 独立或集中配置

康体文化设施 公园、图书馆、中小型运动设施、文娱中

心和剧场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区议会 政府财政拨款 按地区级、邻舍级分级

配置

社会福利设施 幼儿和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长者日间护

理中心、长者邻舍中心、康复服务中心

社会福利署 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 政府整笔拨款津助、社

区照顾服务券资助

按地区级、邻舍级分级

配置

医疗设施 全科急诊医院、非急诊专科医院、普通科

诊所

食物及卫生局 医院管理局（法定机构） 政府财政拨款 按地区联网内服务层级

分级配置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绘制

图 2  香港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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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法团”（业主的法人团体代表）以及分区委员会等社团

组织也会在涉及个别小区利益时参与地区治理。

香港在地区治理上通过建立多元主体共治协商的机制，

组织政府专员、区议员、居民代表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

协力解决跨部门的地区民生问题。因效果反响良好，从 2016
年起，香港在 18 区全面实施“地区主导行动计划”，每年预

留 8 000 万元的常态款项推进 42 个项目，贯彻“地区问题地

区解决、地区机遇地区掌握”的理念。

针对自下而上的居民需求收集，区议会扮演着为社区咨

询和反馈的主要角色。区议员通常由本区居民投票选出，对

地区情况更了解和负责，所提供的意见也更能切实反映地区

的实际需求。政府通过向区议会介绍社区设施规划的情况以

及听取区议员的相关反馈来收集地区民意，并对社区设施规

划作出相关调整。

但是，区议会有时会因过度强调本区优先而很难顾及地

区乃至全港的利益，阻碍了重要邻避型设施的规划落地。例

如：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对 19 个精神健康社区综合中心建

设前的咨询结果显示，近一半都遭到区议员和居民的反对 [40]。

由此可见，当社区优先政策运用失当时，所激化的邻避效应

会在塑造共识和程序推进上对规划实施造成阻碍。对此，政

府会运用区议会的职能局限以及其依靠财政拨款等特性，从

全港利益出发展开斡旋，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由地区利益纠葛

所致的规划失当。

2.2  稳健的财政拨款和多元的政社合作形式
香港政府坚持对区议会进行长期稳健的财政拨款，由更

加贴近民意的区议会来倡议、计划和推广的有关社区项目，

充分利用地区机遇并满足地区需求，对地区长远发展作出贡

献。因此，香港政府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会为地区事务预留

充足拨款，以支持其推进社区重点项目，开展相关康体文化

活动，并对部分社区设施进行管理。例如 2019—2020 年，香

港政府向各区区议会拨款超过 3 亿港元，推行了包括湾仔区

的摩顿台活动中心、深水埗区的石硖尾社区服务中心等项目。

除了财政直接拨款资助，政府也积极推进服务主体的多

元化发展。港英政府于 1989 年实行了公营部门改革，明确

定义了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掌舵者角色，将其从繁琐的日常

“划桨”工作中抽离出来，专注于把握整体政策走向。基于

此，香港政府相继成立了 300 余家法定机构，协助政府对相

关领域进行规管。其中，负责公共服务的法定机构包括香港

房屋委员会、安老事务委员会、教育统筹委员会和医院管理

局等。此类法定机构不属于政府部门，在财政和人事上保持

了相当高的独立性，职能运作上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发挥了

供给的核心作用 [41]。在此背景下，政社合作治理的方式逐渐

演化为公共服务和机构的私营化、政府购买服务和公私合作

三种方式。

此外，非政府机构、社会机构和私营机构参与运营社区

教育、医疗、养老、文体和公共空间的情况已经较为普遍。

一般流程是 ：开发商按卖地条款（类似于内地体系的规划设

计条件）中社会福利署的规格要求设计和兴建服务设施，其

中涉及的工程费用由奖券基金（主要来源为六合彩、投资收

入和车牌号码拍卖）支付；待建筑工程完成后，社会福利署

会接管有关设施，并通过竞标筛选引入合适的服务运营主体。

如 2019 年，启德第 4A 区 2 号用地的中标者须兴建指定的福

利设施，以提供养老院舍和长者日间护理中心等。

将部分社区设施的大量运营服务进行外包虽能发挥市

场专业主体的特长，但也对后续政府的监管和考核提出了

挑战。（1）仅以定量指标的形式考核相关机构的运营表现存

在弊端，易使机构在提供服务时只重视数量而不重视质量。 

（2）纯量化的考核机制难以有效监督服务操守，更多依靠

机构的自觉和内部监察。此外，监管考核不当也会导致机构

内部管理层与基层员工关系紧张、去专业化等，影响专业服

务的供给绩效 [42]。

2.3  法治下的“空间—社会”分级联动和集约搭配
得益于配套法律健全、条文清晰明确，香港建立了现代

化的规划法规体系，包括《城市规划条例》以及专项法规条

例等。1980 年代提出并沿用至今的《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

在提供基本指引和底线控制的同时，赋予了监管和开发主体

较大的弹性实施空间。该准则中“规划指引”建议，社区设

施供应的标准设置应基于特定地区的人口增长和聚集情况，

注重人口密度管控，指导大量人口聚集的市区或者即将有大

量人口迁入的新区的建设。规划署和康文署在运用标准时也

会考虑地区情况、发展限制和可利用资源等，针对旧区和新

区人口的不同需求作灵活安排。康文署首席康乐管理经理张

云正在接受笔者访问时表示，康文署在考量公共空间设施的

配置标准时会区分旧区和新区，并特别考虑旧区设施的失修

和拥挤问题。

在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支撑下，香港政府在 18 区内落

实了分级配置服务设施，坚持社会治理和空间规划相协调的

分级原则。例如香港政府根据人口规模和设施需求特点，将

公共休憩空间划分为区域级、地区级和邻舍级，并以“动”

和“静”的使用特征区分各级空间内的设施类型，以提供明

确的建设指引。此外，医疗与康养设施也是在联网内成体系

提供服务，以确保病人在整个患病历程中获得连贯的全周期

护理。社区养老设施则以支援长者留在社区养老为目的，分

长者地区中心、邻舍中心、日间护理中心和活动中心四个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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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每个级别除了对应空间分级，也对应不同身心老人的护

理需求和管理机制。

同时，香港政府坚持预留土地，并以混合功能的形式集

中供给多元服务。公众街市将社区级菜市场、日用品超市、

运动场、图书馆和大排档餐厅等设施集中在交通枢纽，既方

便本地居民选购日常货品，也为小型商贩提供了工作机会，

同时节约了市中心紧缺的土地资源，有利于集中高效管理。

此外，政府也会将街市出现的闲置门面和摊位低价供公众人

士投标，或灵活改作社区设施使用。

3  对我国内地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启示

“十四五”期间，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其中“基层公共服务精准高效”“各类组织

积极协同”等内容已写入顶层指导纲领并被纳入未来五年的

主要工作目标。香港地区长期沿用“政府引导，政社合作，

市场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坚持“以人为先，地区为本”

导向，满足了多样化的需求，赋予了供需主体更高自主性，

公共服务的供给品质赢得了国际认可，对内地城市具有重要

借鉴意义。

内地城市与香港在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上既存在一些

共性，譬如均以区一级为核心空间供给主体单元，政府财政

均发挥主导作用等 ；也存在一些差异，包括公私合营深度、

自治程度、议事机制和供给主体结构等（表 4）。因此，内地

城市在借鉴香港经验时应基于自身条件和发展进程而有所取

舍侧重，循序渐进地完善城市基层服务供给体系。总体而言，

香港对内地基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启示可概述为五点。

第一，稳健的城市专项财政保障和高效回应社区需求的

工作组织机制是提供有效和可持续的公共服务的根本。政府

年度公共预算应预留常态化的专项款以推行“以地区为本”

的项目，例如社区设施增配、参与式微更新等。横向上，供

给体系应强化以区政府一级为基层治理的中枢层级，并建立

更加有效的“扁平化”跨部门联席和反馈协调机制，定期专

题研究和推进相关事宜。纵向上，将以往需要层层上报市级

单位协调的社区事务（如电力、燃气等）下放到区政府负责

协调，精简行政审批程序，加快事项处理速度；同时，应建

立常态化和规范化的社区设施需求表达机制，表达结果通过

社区和街道整理后上报区级联席协调议事会讨论。

第二，以设施的经济属性和市场需求为依据，深化“公

办民营”改革和“公建民营”探索。需明确社会组织或市场

主体参与供给的社区公共设施类型和边界，建立多元化的供

需资助和激励机制。首先，增大运营主体对财政资助款使用

的自主裁量权，鼓励采用整笔拨款和整笔评估而非事前审批

的资助管理模式，吸引更多机构参与供给养老服务。其次，

政府可考虑通过发放“公共服务券”的方式实现“钱跟人

走”，即扩大使用者对服务内容和机构的自主选择权，根据

使用者需求进行服务资助和补贴款项。最后，宜编制混合定

量和定性指标的评价体系，以监管相关运营表现和评估资助

成果。

第三，应建立更加系统、明确和面向实施的设施分级制

度，以支撑全方位的公服供给均等化，包括资源供给、服务

转化过程和服务输出效果的均等 [43]。设施供给的分级不应只

体现在空间规模上，还应体现在服务要素上，从而落实物质

空间与社会需求的分级精确匹配。设施在配置时应基于设施

需求特征，如医疗的疗养次序和周期、公园的规模和动静功

能需求、老年服务设施的日夜照料区别等，考虑与更高或更

低级别设施之间的协调，建立相匹配的管理机制。此外，职

能部门也应关注敏感性设施的设计。以公共厕所为例，可通

过外立面美化、智能管理、标准化评估和考核，改变公众的

消极印象，提升设施的服务品质。

第四，土地资源紧张的老城区宜选取交通便利和邻近居

住区的地块，通过新建或者改建的方式集约配置综合性社区

服务大楼。大楼内部可根据需求分层配置生活购物、文化运

动和行政办公类空间。同时，管理方应保障相应楼层的环境

质量，以便长期持续经营。物理环境上，要特别注意安全卫

生的质量管控，降低疾病传染风险；制度环境上，需定期评

估管理运营状况，控制后期租金过快上涨，避免铺位出现高

空置率，保障大楼的可持续运营。

第五，需强化法律法规在协同治理中的引导和约束作用，

完善和细化社区治理中的法律条例，为设施规划、建设和运

营提供“全周期性”的法治依据。可通过立法界定社区生活

圈内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法律边界，尝试将基层协商纳入

相关法定决策程序。同时，立法应关注非政府和社会组织在

表 4  香港与内地城市基层服务供给制度的比较

地区 服务供给理念 地区治理理念 政府参与部门 议事、协调机制 资金来源 供给主体

香港 小政府、大市场 地区事务自主自决 以民政事务局为主导，各局代

表参与地区管理

区管会和区议会协同 立法会拨款 法定机构、社会组织、市场

主体等

内地 大政府、小市场 区政府主导、街道社区

协调社会参与

区政府主管，各委办局及街道

办负责推进

区政府各级统筹会议 市区两级财政拨款 政府财政资助的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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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体系内的合法地位，使其能依法有序参与供给。最后，

对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不应局限于对《城乡规划法》《民

法典》等法律细则的优化，还应增加对具体法规条例的细化，

使基层治理大小事均有法可循。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或拍摄。

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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